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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对自由实在性的演绎 

李扬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把道德律看成是一个“理性的事实” ，它不需要任何演绎和论证，自身就具 

有客观必然的有效性。这个“理性的事实”可以充当对自由能力进行演绎的起点，从它出发首先经由对纯粹实践 

法则与自由的交互关系的论证，可以推导出自由的实在性；继而通过知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重设定，可以解决 

自由和必然性的冲突，使自由有了通向现实世界的孔道。由此不仅扩展了凭借思辨理性不可能获得的知识，而且 

沟通了两大批判，实现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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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分析论”部分的第一章 

中，有一节的标题是“纯粹实践理性原理的演绎” 。单 

看这个标题，读者可能会猜想康德在此打算对纯粹实 

践理性原理或者道德律的普遍有效性做出演绎。事实 

恰恰相反， 康德明确表示： “道德律的客观实在性就不 

能由任何演绎、任何理论的、思辨的和得到经验性支 

持的理性努力来证明。 ” [1](62) 他把道德律看作理性的事 

实，自身就具有实在性，不需要也不可能对其有效性 

做出演绎，反而可以充当对“某种玄妙莫测的能力的 

演绎的原则” 。这种所谓的“玄妙莫测的能力”指的就 

是“自由” 。 康德指出通过道德律不但可以证明自由的 

可能性，而且可以证明它的现实性。但是，在《实践 

理性批判》的文本中，他并没有对这个证明或者说演 

绎的进程做出具体的说明。通过对文本的深入剖析， 

本文试图描画出这个演绎的路径。 

一、演绎的起点：作为“理性的事实” 

的道德律 

在《实践理性批判》中， “事实(Faktum)”这个词 

有九次 
① 
被提及。康德研究者贝克(Lewis  White  Beck) 

从这些不同的段落之中，提炼出“事实”一词的六种 

含义，并且将这六种含义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客观型 

的，即把“事实”看成道德律或道德律的等价者；第 

二类是主观型的，即把“事实”看成对道德律的意识 

或此种意识的等价者 [2](166) 。贝克的这种总结和归类， 

成为后来的研究者们对此问题争论的一个基础。按照 

贝克的分析， “道德律的意识”和 “道德律”是不同的。 

一方面，可以确定地赞同“道德律的意识”是一个事 

实，但是这决不等同于道德律自身就是事实，因为意 

识可能只是大脑的一种幻觉，并没有实在性的所指。 

另一方面，论证所需乃是道德律自身作为纯粹理性的 

事实，但是这就需要理性具有直观能力，而康德明确 

否认人类具有这种能力的可能性。 为了摆脱这种困境， 

贝克区分了“理性的事实”的两重含义： “对纯粹理性 

的事实”(a fact for pure reason)和“纯粹理性的事实” 
(a fact of pure reason)。前者指“存在纯粹理性这个事 

实，这是由理性反思而得” ，后者指“一个被认知为纯 

粹理性对象的事实” 。贝克认为，既然作为实践主体的 

人只是有限的理性存在者，除了感性直观之外，再没 

有别的直观能力，纯粹理性单凭自身不可能把握到任 

何具有实在性的对象，所以，后一种意义上的事实便 

是不可理解的。由此，所谓“事实”只能从前一种意 

义上来理解，既然它是由理性反思得来，而不是直接 

被把握到的，那么它就不能被称作真正的事实，而只 

能被看成“仿佛就是一个事实” 。并且，贝克认为，单 

纯经由理性反思所得到的事实，不可能是别的，只能 

是“纯粹理性自身就是实践的” ，而且一旦这一点被确 

定下来，道德律就可以从中推引出来，从而也可以被 

看作一个事实。 [2](166−169) 

阿利森(Allison, Henry E)赞同贝克对“道德律”与 

“道德律的意识”及“a fact of pure reason”与“a f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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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pure reason”的区分，但同时也指出了贝克的主张 

所存在的问题。认为贝克不应该直接把纯粹理性是实 

践的看作事实，因为这正是《实践理性批判》一书要 

证明的问题之一， “它应当阐明的只是有纯粹实践理 

性，并为此而批判理性的全部实践能力” [1](1) 。阿利森 

认为“理性的事实”指道德律的意识，并对其作了明 

确的界定： “此一事实最好被诠释为对身处道德律之下 

的意识以及‘一切自然的人类理性都将这一规律认作 

是其意志的最高规律这种认识’ 。 ” [3](353) 

奥特弗里德· 赫费(Otfried Höff)一方面也认为 “康 

德称之为理性事实的不是道德律本身，而是道德律意 

识” [4] ，但是另一方面却不像贝克一样把道德律的意 

识看成是一种可能为虚构的东西，而是认为它本身就 

具有现实性。邓晓芒则指出贝克和阿利森都没有注意 

到一个区分，即理论的事实和实践的事实是不同的。 

康德所说的“理性的事实”是实践中的事实，而不是 

认识中的事实， “并不是先有了对道德律的知识或认 

识，然后再讨论按照这种认识去行动的能力。相反， 

在康德看来，对道德律的意识本身就表明人具有按照 

道德律而行动的能力，因为实践是主客的同一，这两 

者的同一性就是他所说的纯粹理性的事实” [5] 。这个 

见解是颇为深刻的。 首先， 康德曾经明确指出这个 “事 

实”是“纯粹理性的惟一事实” ，正是由此康德才在行 

文中交替地使用道德律与道德律的意识，如果把道德 

律与道德律的意识看作是不同的，并且仅仅把道德律 

的意识当作事实，这就等于说康德在这些段落里充满 

了混乱和误用，显然是不妥当的。 

其次，通过理论事实与实践事实的区分，可以把 

我们引向理论中的意识与实践中的意识的区分，从而 

能够说明将道德律等同于道德律的意识的合理性。在 

康德的理论哲学中，意识可以被区分为两种，即对象 

意识和自我意识。对象意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的对象意识是指将对象看作表象，心灵的一切对象都 

是表象；狭义的对象意识，则专指对象概念， “对象就 

是在它的概念中一个给予直观的杂多被结合起来的那 

种东西” [6](92) 。自我意识又被区分为经验性的自我意 

识和先验的自我意识。经验性的自我意识是对作为内 

感官的对象的“自我”的意识，它是内感官统一性的 

基础； 先验的自我意识是对伴随着一切表象的那个 “自 

我”的意识。先验的自我意识又被称为“我思”和“本 

源的统觉” [6](89) ，它是认识主体能动性的最终来源， 

只有通过它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性活动，才能将范畴应 

用在经验之上，建立起对象概念，即对象意识。并且， 

内感官的杂多只是知识的材料，必须通过先验自我意 

识的综合统一才能被统摄起来，被认识主体意识到。 

所以，经验的自我意识也必须以先验的自我意识为前 

提，才能够形成。由此可以看出，在理论哲学中，意 

识最高表现形态就是先验的自我意识，这种自我意识 

作为理性的主体的最终目标是通过知性范畴规定经验 

对象，形成知识。但是，康德指出，理性的运用“并 

不总是指向对客体的规定、因而指向知识，而是也指 

向对主体及其意识的规定” [6](110) ，这种规定主体及其 

意志的运用，显然指理性在实践领域的运用。对应于 

理性两种不同运用， “自我意识的认识的能动性(规定 

经验对象)也不等同于自我意识的实践的能动性(规定 

自身)，它们分属不同的层次和领域。 ” [7] 也就是说， 

在实践领域内，自我意识不再被看作用来规定经验性 

的质料以形成知识的先验条件，而是直接就是理性的 

自我规定。所以，从认识的层面上说，对一个对象的 

意识有可能是一种虚构，因为范畴只有运用在可能的 

经验之上才能够形成客观的知识， 一旦超越这个界限， 

将范畴应用在理念之上，就会产生幻相；但是，在实 

践层面上，对理性的自我立法的意识，却不可能是幻 

相，因为这里与任何对象性的规定根据都无关，一切 

质料性的东西都被排除在外，纯粹实践法则只是一条 

单纯的形式，即理性不能与自身相矛盾。因此，道德 

律和对道德律的意识就是等值的，如果其中之一被看 

成“理性的事实” ，另一个亦然。 

然而，为什么可以把道德律或者对道德律的意识 

看成是纯粹理性的惟一事实呢？康德对这个问题并没 

有给出具体的论证，引来很多论者的质疑和不满，认 

为对“理性的事实”的诉求是一种独断论的倒退。譬 

如，叔本华就抱怨说： “在康德学派那里，带着绝对命 

令的实践理性越来越像一个超自然的事实，作为人类 

灵魂中的德尔菲神庙呈现出来。 ” [8] 阿利森力图为康德 

做出辩护，他指出康德虽然否定任何对道德律进行演 

绎的可能性，但“理性的事实”并不是没有论证就直 

接得出的，康德对道德性的分析其实就是对道德律作 

为“理性的事实”的论证， “上文对于康德在第二批判 

中证明道德律的策略的论述，旨在表明这里有一个论 

证运作着，而不是完完全全武断或诉诸于直 

观” [3](358−361) 。 

康德的确在分析论中曾试图对道德律作为理性的 

事实做出阐明。他在《实践理性批判》的§6  和§7 
之间的“注释”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即“对那个道德 

律的意识又是如何可能的呢”？他没有经过详细的论 

证便直接回答道： “我们能够意识到纯粹的实践法则， 

正如同我们意识到纯粹的理论原理一样，是由于我们 

注意到理性用来给我们颁布它们的那种必然性，又注 

意到理性向我们指出的对一切经验条件的剥离。 ”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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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这个回答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如果 

考察为意志拟定准则的过程，就会意识到有一条准则 

是理性不可避免的会颁布给我们的，它不以任何经验 

性的质料的规定根据为基础，而是单纯凭自身直接被 

意识到， 所以它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实践意义上的事实。 

其次，康德在这里把纯粹实践法则与纯粹理论原理相 

类比。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必然性和先天性，不同之处 

在于纯粹理论原理虽然先于经验，却必须要应用于经 

验之上才有合法性；道德律则可以完全独立于经验起 

作用。但是，完全独立经验并不意味着与经验毫无关 

系；相反，在实践经验中，一旦要针对某种情境，为 

行为主体拟定准则，就必然要以道德律为基础，这正 

和纯粹理论原理是形成经验知识的基础类似。所以， 

也可以从此种意义上来解释为什么把道德律看成是一 

个事实。 

贝克指出， 康德在§1~6只是持一种假定的态度， 

“他只是问：如果纯粹理性是实践的，它的法则是什 

么？” [2](164) 但是在§7 中，康德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他 “直接就断言： ‘纯粹理性单就自身而言就是实践的， 

它提供 (给人 )一条我们称之为德性法则的普遍法 

则。 ’” [2](165) 贝克所指出的转变当然是正确的，但是他 

并未能解释康德为什么会做出这种转变。 “注释”中所 

提出的上述问题以及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应该被看作 

这种转变的原因。既然道德律直接就能够被我们意识 

到，颁布这条律令的理性必定就是实践的。 

尽管可以把康德对我们如何能直接意识到道德律 

的回答，当作对道德律作为“理性的事实”的阐明， 

但是不能把这个阐明当作是一个论证。因为，正如本 

文一开始所指出的那样，康德完全否认任何对道德律 

的普遍有效性做出演绎或证明的可能性。康德之所以 

采取这样一种强硬的立场，与他在《道德形而上学的 

奠基》中试图对道德律所做的演绎有关。在那里，康 

德至少发现任何从非道德的立场出发对道德律所作的 

演绎必定是不可能的，道德律必然要求人们预设意志 

的自由、纯粹理性自身就具有实践能力，但从这种出 

于道德律要求的预设出发对道德律的演绎必然会陷入 

毫无成果的循环论证。为了避免这种循环，康德似乎 

只能采取直接就把道德律视作“理性的事实”的强硬 

立场。 

二、演绎的枢纽：对自由与纯粹实践 

法则交互关系的论证 

康德在“分析论”的定理Ⅲ中表明，如果一个有 

理性的存在者意图把他行为的准则思考为一条具有普 

遍性的实践法则，他就必须仅仅把准则中适合于普遍 

立法的单纯形式作为意志的规定根据。据此，在§5 
中他提出了一个课题 ： “设 惟有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 

才是一个意志的充分规定根据， 求 那个惟一由此才能 

被规定的意志的性状。 ” [1](35) (下文通称课题Ⅰ，作者 

注。) 
康德对课题Ⅰ的解决可以作如下梳理： ① 准则的 

单纯的立法形式必然只能由纯粹理性提供出来，而不 

可能从任何经验中得到，因为经验所能够提供只是准 

则的质料。② 经验性的质料受自然因果性法则(自然 

规律)的支配， 而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是完全不同于自 

然因果性的法则。③因此，仅仅把准则的单纯立法形 

式当作充分规定的意志， 是可以独立于自然因果性的。 

④ 自由就是不受自然因果性法则支配， 即独立于自然 

规律。⑤ 因此，惟有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才是其充分 

规定根据的意志，就是自由的意志。 

在§6中， 康德调换了§5中课题的前提和求证的 

问题： “设 一个意志是自由的， 求 那个惟一适合于必 

然地对它进行规定的法则。 ” [1](36) (下文通称为课题Ⅱ， 

作者注。) 
康德对课题Ⅱ的解决可作如下梳理： ① 一个意志 

是自由的，就意味着这个意志可以独立于自然的因果 

性法则。 ② 独立于自然因果性法则意味着不受任何经 

验性质料的规定。③ 自由又不是毫无规定； 毫无规定 

的东西只能是荒谬之物。 ④ 准则中的单纯立法形式来 

自纯粹的理性， 它完全独立于自然因果性法则。⑤ 因 

此，如果一个意志是自由的，那惟一适合于必然对它 

进行规定的法则只能是准则中适合于普遍立法的单纯 

形式，亦即纯粹实践法则。 

有些论者认为康德在这里对自由与纯粹实践法则 
(道德律)关系的论证是一个循环论证，因为无论自由 

还是纯粹实践法则在这里都还只是假设而不是事实， 

其中之一不足以作为前提去推出另外一个。这种理解 

看似很合理，但并不符合康德提出这两个论证的真实 

意图。 康德在这里只是试图论证自由与道德律的关系， 

而不是由此得到自由或道德律的实在性。他在§6 之 

后的“注释”里说到： “所以，自由和无条件的实践法 

则是交替地相互归结的。 ” [1](36) 上面的论证对这个结论 

来说无疑是充分的。自由和道德律的这种关系，对整 

个批判来说是十分关键的，因为如果能确定其中之一 

的实在性，另一个便可以从中有效地推出。 

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第三章的第一小 

节中，曾对自由和道德律的交互关系做过论证 [9] ，那 

么这两个论证是否有所不同呢？沃勒尔(Carol  W. 
Voeller)指出“这两个论证之间有着差异：《奠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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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诸自律而批判中诉诸立法的形式” [10](111) ，但他随后 

又指出这种差异只是表述形式上的，两个论证在实质 

上是相同的， “ 《奠基》中推理的充分性所依赖的之物 

正是批判中所依赖之物” [10](111−112) 。康德在§5 和§6 
的论证中所依赖的条件提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 意志是一种原因性能力；② 自由是这种原因性能 

力的独立性； ③ 自由的独立性体现于不受自然因果律 

的规定，但自由却并不因之就不受规定；④ 纯粹的实 

践法则是单纯的形式， 不同于自然的因果律； ⑤ 纯粹 

的实践法则自身就是意志的充分规定根据。 康德在 《道 

德形而上奠基》之中把纯粹实践理性看作意志自身， 

而所谓的意志自律就是意志为自己立法，所以意志自 

律和条件⑤ 是等同的。 意志自律又是与意志的他律相 

对而讲的，意志自己所立之法，是不同于自然的因果 

性，因此是与条件④ 是等同的。条件① ②③也都出 

现在了《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的那个论证中，并且 

除了这五个条件之外再没有依赖其他条件。所以，康 

德在这两本著作中的论证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三、演绎的完成：知性世界与 

感性世界的设定 

既然康德把道德律看作一个无需任何演绎和论证 

的“理性的事实” ， 并且证明了道德律和自由的交互归 

结的关系，那么是否就可以直接得出自由的实在性了 

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来考察一下康德的自由 

概念。早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就引入了自由 

概念，但那是在思辨理性的领域内，是为了给有条件 

者的系列设置一个无条件的开端，以便满足充足理由 

律的要求， 使思辨理性不至于陷入与自身的矛盾之中。 

在那里，自由只是起到一种调节作用，它的实在性不 

能被认识，因为它是超感性的对象，而人类除了感性 

之外并不具有任何其他性质的直观能力。也就是说， 

在认识领域，自由只是一个仅仅具有可能性的概念， 

也即一个理念， 它只是实践上的自由的一个逻辑前提。 

在《实践理性批判》的定理Ⅳ中，康德对实践的 

自由进行了两重区分，即“消极理解的自由”和“积 

极理解的自由” 。 前者指规定意志的实践法则对一切质 

料的规定根据的独立性，后者指纯粹实践理性的自我 

立法，也即意志的自律。只有完成对自由的两种属性 

的演绎，才能说明自由的实在性。那么，以道德律为 

出发点，以自由与道德律的交互关系为枢纽的演绎， 

能否做到呢？阿利森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因此， 

他不仅认为，如果意志被预先设定为自由的，那么各 

种道德律就是必要的，而且也主张‘自由之所以是必 

要的，是因为那些道德律是必要的，是实践的公设’ 。 

但是，这样一种推理步骤，似乎是诡辩，并再次产生 

循环性的幽灵。 ” [3](56−57) 阿利森的这个指责是无效的， 

道德律和自由的交互关系纵然是演绎的一个关键，但 

并不是全部，只有处于交互关系的两端都是不确定的 

时候，论证才会陷入循环之中，但是康德依然把道德 

律看作了“理性的事实” ，是一个具有自明性的前提。 

他的交互关系说只是为了打通从道德律通向自由的孔 

道，并不是为了相互证实。这里的问题仅仅在于由道 

德律所推出的自由是否只是消极的自由？以及由这条 

路径所得的结论是不是真正完整的自由的演绎？ 

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需要再次考察康德在§5 
和§6 中所提出的两个课题。根据在此处的论证的需 

要，把课题Ⅰ的结论表述为：如果惟有道德律是一个 

意志的充分规定根据，那么这个意志就是一个自由的 

意志；把课题Ⅱ的结论表述为：如果一个意志是自由 

的，那么惟一适合于必然对这个意志进行规定的就是 

道德律。根据康德的论证，课题Ⅰ中作为结论的自由 

和课题Ⅱ中作为前提的自由都是指意志对自然因果律 

的独立性，或者说指意志不依赖于一切质料的规定根 

据的那种属性，因此是属于消极理解的自由。所以， 

有些评论者(譬如：阿利森)就认为，尽管康德将道德 

律的实在性看作是自明的，但是通过它与自由的交互 

关系，所推出的仅仅是消极理解的自由，而只有积极 

的自由概念才具有实在性，才是康德所真正要演绎的 

自由概念。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是由于没有理解两 

个课题的实质所造成的一种误解。 

课题Ⅰ的前提是惟有道德律是一个意志的充分规 

定根据，道德律就是纯粹实践法则，而纯粹实践法则 

只是准则的单纯立法形式，这个单纯立法形式只能来 

自纯粹实践理性自身，所以惟一受道德律规定的意志 

实质上就是意志自律，而意志自律就是积极意义上的 

自由。同理，课题Ⅱ中的结论，即惟一适合于必然对 

这个意志进行规定的就是道德律，也是积极意义上的 

自由。这样一来，所谓的交互关系，便不再仅仅是指 

自由与道德律的相互归结，而且还指积极的自由和消 

极的自由相互归结。其实，这才是康德所理解的自由 

的本质。自由的两个方面，即消极的自由和积极的自 

由是密不可分的，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其中前者 

是后者的根基，后者是前者的本质体现。只有在独立 

于自然必然性的基础之上，自由才能够有自己的必然 

性；只有自由成为自律，它才能够真正实现它的独立 

性而又不至于沦为无所不为毫无规则的任意。然而自 

由的独立性是我们所不能直接意识到的，它是理性的 

一个理念，只有逻辑上的可能性。但是道德律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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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理性的事实，由此便可以得到积极的自由和消极的 

自由的实在性。所谓道德律是自由的认识理由，自由 

是道德律的存在理由，也就是这种意思，即只有通过 

道德律才能认识到自由的实在性，但惟有自由才是道 

德律存在的根基。 

通过交互关系固然可以确定自由的实在性，但是 

并未能说明自由与自然必然性的关系，即作为同一个 

实践主体的人如何既能是自由的同时又要服从自然规 

律的必然性呢。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康德对自 

由的演绎就不是完整的。康德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 

通过诉诸于知性世界与感性世界的二重区分。这种区 

分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已经做出，所以《实 

践理性批判》对这种区分并没有给出具体的论证。但 

是，两本书在这同一个问题上是存在差别的，这差别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 中引入知性世界的 

理念是为了对道德律的客观有效性做出演绎， 但在 《实 

践理性批判》中道德律作为事实却成了引入知性世界 

的依据， “道德律尽管没有提供任何展望，但却提供出 

某种从感官世界的一切材料和我们理论理性运用的整 

个范围都绝对不可解释的事实，这个事实提供了某个 

知性世界的指示， 甚至对这个世界作出了积极的规定， 

并让我们认识到有关它的某种东西、即某种法 

则。 ” [1](56−57) 

第二，《实践理性批判》引入了广义的自然概念， 

即“最普遍意义上的自然就是法则[规律]之下的物的 

实存。 ” [1](57) Howard Caygill在其编著的《康德词典》 
(A Kant Dictionary)中对康德所运用的“自然(nature)” 

概念进行了梳理。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追 

问“自然作为自身是如何可能的” ，这个问题包含两个 

方面，即自然在质料上是如何可能的和自然在形式上 

是如何可能的？前者中的“自然”指“现象的总和” ， 

它通过“我们感性的构造”的方式而成为可能；后者 

中的“自然”指“现象必须在其下才能被思考为相关 

联的经验的规则的总体” ，它通过“知性的构造”的方 

式而可能。Caygill提醒读者要注意康德所做出的两个 

区分，即“自然的规律和由第三个二律背反所描述的 

自由的规律” [11] 。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的一个 

脚注里康德从力学上对自然进行解释： “自然从形容词 

上(形式地)来理解，就意味着一物诸规定按照因果性 

的一条内部原则而来的关联。反之，我们把自然从名 

词上(质料地)理解为现象的总和，只要这些现象借助 

于因果性的一条内部原则而彻底关联起来。 ” [6](356) 这 

说明在《纯粹理性批判》时期，康德所讲的自然就是 

现象的总和这些现象内部之间所具有的因果必然性， 

这种具有自然必然性的规律和自由的规律是不同的。 

其实在《实践理性批判》一书中，在康德提出广义的 

自然概念之前，这种意义上的自然必然性和自由的因 

果性之间也是有明确的区分的。但是在提出那个广义 

的自然概念之后康德就改变了之前的说法： “一般有理 

性的存在者的感性自然就是他们在以经验性为条件的 

那些规律之下的实存，因而对于理性来说就是他律。 

反之正是这同样一些存在者，他们的超感性的自然就 

是他们按照独立于一切经验性条件、因而属于纯粹理 

性的自律的那些法则而实存。 ” [1](57) 这里的超感性的自 

然其实指的就是知性世界，其中的纯粹实践理性的自 

律也就是对知性世界的积极规定。由此，广义的自然 

必然性就包含了自由的必然性，或者更明确的说是自 

然的必然性包含感性自然的必然和超感性自然的必 

然，后者即是自由的必然，所以传统的自由和必然的 

关系，在此就被康德转化成两种不同的必然性之间的 

关系了。 

既然我们作为同一个主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 

界，那么这两个世界是什么关系呢？康德在《实践理 

性批判》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比《道德形而上学的奠 

基》中更明确的回答。 “但这个自律的法则是道德的法 

则，所以它是一个超感性自然的及一个纯粹知性世界 

的基本法则，这个世界的副本应当是存在于感官世界 

中，但同时却并不破坏后者的规律。我们可以把前者 

称之为原型世界，我们只是在理性中才认识它；而把 

后者称为摹本世界，因为它包含有作为意志的规定根 

据的、前一个世界的理念的可能结果。 ” [1](57) 康德在这 

里给我们描绘出来的两个世界的关系图景大致是：我 

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这两个世界具有各自的必 

然性的规律，但是这两种必然性并不是相互冲突或者 

毫不相干的，而是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发挥作用的。超 

感性的自然是原型世界，它的法则通过对意志的规定 

可以在感性的自然即摹本世界中实现出来，并且如果 

实践的主体拥有足够的身体能力，就可以既服从道德 

律的束缚，又能在感性世界产生与之相配的幸福。经 

过这个描绘，我们可以得出：通过诉诸两个世界的划 

分， 康德确实解决了自由和狭义的自然必然性的冲突， 

使二者协调一致并行不悖，我们的自由能力就能够在 

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展示出来，只有到这一步才可以说 

康德完成了对自由的演绎。 

四、小结 

康德说过， “在纯粹思辨理性的一切理念中， 惟一 

在超感性东西的领域里、即使只是对实践的知识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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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如此巨大扩展的概念，真正说来就是自由概 

念。 ” [1](141) 在“对纯粹实践理性的分析论的批判说明” 

一节中，康德从分析因果性范畴入手，来阐明这种扩 

展的可能性。但是，通过对因果性范畴的探讨，还只 

是说明了自由存在的可能性，而“现在的问题只在于 

要使这个能够(Können)变成是(Sein)” [1](143) 。从作为理 

性事实的道德律出发的演绎， 就实现了这个从“能够” 

到“是”的转换，自由从单纯的理念变成了具有现实 

性的东西。这就使得在理论的领域对理性而言超越的 

运用，在实践领域变成了内在的运用，从而扩大了我 

们的知识范围，也使理性得到了统一。并且，这种统 

一并不是人为硬造出来的， 而是理性自身内在的进程， 

实践理性批判是“如此精确地、而且是自动地与理论 

理性批判的一切契机相连接的” [1](145) 。理论理性与实 

践理性在本质上是同一个理性，它们的统一是理性内 

在的需要，是理性与自身的统一，只有完成了对这种 

统一的说明，才能将两大批判构设在同一个建筑框架 

内，实现康德的从一个原则出发建立起一个体系哲学 

理想。 

注释： 

① 按照著名的康德研究者阿利森的总结，《实践理性批判》中共有 

八次提到“事实”一词，它们在中译本中的页码分别是 5、41、 
55、56、62、74、125、143。参见亨利·E·阿利森：《康德的 

自由理论》，第 349−350页。本文之所说九次，乃是因为在《实 

践理性批判》的“序言”的第一段(中译本的第 1页)中，也出现 

了“事实”一词，它被用来指“纯粹理性具有实践能力” 。如果 

试图从文本出发对“事实”一词的含义进行辨析和界定，此一 

处不应该被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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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Kant  takes  the moral  law  as  a  fact  of  pure  reason which  is  apodictically 
certain. Therefore,  the  objectivity  of  it  cannot  be  proved  by  any  kind  of  deduction,  conversely,  the moral  law  itself 
servers as the principle of the deduction of freedom. Because freedom and the moral law reciprocally imply each other, 
from  which  the  reality  of  freedom  can  be  deduced.  And with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world  of  sense  and  world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fliction  of  freedom  to  necessity  is  avoided.  Through  this  deduction,  in  its  practical  use  pure 
reason obtains the right to extension which is not possible to it in its speculative use. 
Key Words: 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a  fact  of  reason;  freedom; moral  low;  reciprocal  relation; worl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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